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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

——孰因孰果？

李谷成 1 李烨阳 2 周晓时 1

摘要：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因果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深入

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 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三者之间的作用

逻辑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均可显著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

中，机械化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部分地”间接作用于非农收

入增长；劳动力转移则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增长。本文认为，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建立农民

增收长效机制的两大抓手，不可偏废；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和节奏，不可颠

倒前后因果次序，否则可能发生对农业比较优势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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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收入一直是“三农”问题的难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让农民生活富裕。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是推

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两个重要途径（钟甫宁、何军，2007）。直观上讲，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增加非农

就业机会有效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业机械化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直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

收入，同时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Liu et al.，2014；Wang et al.，2016），为非农就业创造机会，间接

增加工资性收入，并缓解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收入的冲击。有观点认为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两者

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如李小阳等（2003）等。但这些文献仅局限于定性描述或直观判断，尚缺乏

实证证据，尤其是在两者的因果关系包括两者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具体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等方面缺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473100）、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础及若干农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评估”（项目编号：

71873050）和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有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5-48-2-50）

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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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深入研究。

长期以来，劳动力转移为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经济正进入到“刘易斯拐点”
①

区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农业面临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等问题，未来大规模劳动力转

移可能已难以为继。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通过机械化对劳动力进行替代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支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选择。受人多地少等资源约束的限制，中国农业长期偏向于土地节

约型技术进步，但近年来中国农业也在没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

机械化道路，特别是 2004年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以来进程显著加快，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从

2007年的 40%提高到了 2016年的 65.2%，粮食作物突破 80%。直观上，劳动力转移和机械化似乎

在并行不悖地进行着。因此，综合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已有关于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机械化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总体来看，机械化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Takeshima，2013；钟甫宁，2016）、

提高农业产出（周振等，2016a）、增加非农收入（周晓时，2017）等途径促进农民增收。二是劳动

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一般而言，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Himanshu，2013；

Nguyen，2015）。但也有学者对劳动力转移及其诱导的老龄化问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表示担忧

（Rozelle et al.，1999；盖庆恩等，2014）。对此，钟甫宁等（2016）认为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三是农业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械

化对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上。祝华军（2005）发现全国农机总净值每增加 1亿元，可促进 4.35万劳动

力转移。周振等（2016b）以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和机耕水平、机播水平、机收水平
②
三者的

乘积分别测算了机械化进程指标，发现各自对 1998～2012年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度分别为 21.59%和

72.5%。但也有文献表明，农户农机投资行为
③
不利于劳动力转移（Ahituv and Kimhi，2002；Ji et al.，

2012）。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在探讨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等方面获得

了诸多有益结论，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乏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具体构成成分影

响的细分研究。2000年以来农户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和经营性收入一起构成了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2013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贡献率达 59%，首次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
④
。如

①
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

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或枯竭状态。其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②
机耕水平=[（机耕面积+免耕面积）/播种面积]×100%，机播水平=[机播面积/播种面积]×100%，机收水平=[机收面

积/播种面积]×100%。

③
农户农机投资指农户购买农机。不同于购买农机社会化服务，农户劳动力与自购农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外出就业（Ji et al.，2012）。
④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 42.6%，工资性收入占 45.3%，财产性收入占 3.3%，转移性收入占 8.8%，

农民收入结构相对传统意义农户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编），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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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仍旧笼统地对农民收入进行简单分析而忽视其结构变化，则已不合时宜，尤其是在考察机械化与

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的综合作用机制时，因为两者的增收重心存在显著差异，就更加需要考察农

民收入的结构变化。二是已有关于机械化对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其实隐含了机械化对劳动力转移

作用的单向因果假定条件，尚未发现有文献同时考察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三者的关系，

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也可能是双向的。三是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的增收效应可能存在一定滞

后性或时间惯性，尤其是机械投资的这种滞后效应可能较为明显，但鲜有文献在估计时考虑到了这

一点。

总之，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有效区分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工资性收入

和经营性收入的具体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在该领域率先引入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机械化是

否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或者反过来，劳动力转移是否可以通过机械化来促进

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各自中介效应所占的比例。这可以在量化估计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

增长贡献的同时，进一步深入考察劳动力转移和机械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综合作用机制，探究其

作用于农民增收的具体路径，有效弥补已有文献的上述不足，这无疑对未来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的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建立实证模型，并说明

变量界定及相关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其分析讨论；最后是本文研究结论及相关政策建

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综合

作用机制，并讨论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①
的

角度对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细分，也有助于加深对这种变量之间具体作用关系的理解。

（一）农业机械化进程及其对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

机械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时间，增加

作物产量（Benin，2015）。在劳动力价格刚性上升条件下，机械与人工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机械化

可以有效降低农业成本（Wang et al.，2016），所以，机械化是农业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

消失的必然选择。但经典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机械化具有规模偏向效应，要求相应耕地规模作为匹配，

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多样化的地形地貌条件、耕地细碎化和地权分散化等因素，会长期

制约机械化的快速推进。但近年来的农业实践表明，中国农业在人均和单个农户耕地规模都没有实

质性扩大的条件下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除了农户自购自持外，出现了跨区作业、

农机合作社和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多种形式的机械化模式，尤其是通过农业生产环节的分工而非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①
为了便于理解和概念的一般化，下文更多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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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合并或流转集中来实现规模经营的各种新模式极具中国特色，在没有变动基本经营制度的前

提下推进了农业机械化，既有效避免了城市化进程中农业陷入衰退的危险，又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的有机衔接。

从理论上看，机械化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力，将其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外出务工就业，这可以

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增加非农就业时间来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但机械化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农业

收入吗？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对农业自身而言，机械化产生的更多可能是要素替代效应而非产出

增长效应。例如，从图 1左图的等产量曲线来看，要素替代效应意味着沿着同一条等产量线从 0C 点

向 1C 点移动。大量的实证证据亦表明，与大农户相比较而言，传统小农通过对劳动投入的过量使用

和密集投入并不享有土地生产率上的比较劣势，其通过劳动的“过密化”实现对土地的精耕细作而

享有更高的单产水平（李谷成等，2010）。过于冒进的大规模机械化反而更容易陷入粗放经营，其倾

向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结合有中国特色的机械化模式，机械化并非一定要求农户扩

大耕地规模作为匹配，各种新模式都意味着机械化并不必然导致单个农户耕地规模的扩大。农业机

械虽然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农机服务是可分的，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农艺与生产环节

可以独立出来由专业社会服务组织统一提供，农机服务并不存在过多资产专用属性。总之，机械化

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会使得农民劳均农业收入增加，相同产量水平上 1C 点比 0C 点使用了更少的

劳动和更多的资本；但在农户耕地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其对单个农户的户均农业收入效应则是不确

定的。不过，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二元经济模型，只有当农户外出务工获得的非农收入超过农业

收入水平，并足以克服农户迁移所产生的各种转移成本、心理成本时，其才会选择劳动力转移，因

此，无论机械化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如何，机械化的总收入净效应应该都是正的，其会促进农户

总收入增加。

本文认为，机械化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非农收入。其可能会增加单个农民的农业收

入，尤其是耕地扩大的规模经营户，其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水平应该是提高的，但在户均耕地规

模不变的条件下，其对农户层面的农业收入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于是，本文提出假说 1和假说 2：

H1：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宏观层面农业收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H2：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和总收入效应是正向的。

（二）劳动力转移进程对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

劳动力转移首先增加的是农民非农收入，因为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农业富余劳动力寻找到新的就

业机会，直接增加非农收入。如果像刘易斯模型所假设的那样，农业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或为

负，那么劳动力转移应该不会影响农业收入，因为其本来就没有对农业产出做出边际贡献。不过，

舒尔茨等并不认同这种“零值农业劳动假说”，特别是在农忙时节，农业劳动力供给尤其不足。那么，

劳动力转移就会影响到农业收入，如图 1左图中因为劳动力L的减少而导致生产点从 0C 点向 2C 点

移动。更进一步，根据刘易斯模型第三阶段的预测，如果非农收入能够“反哺”农业，这种“反哺”

将可能克服劳动力转移的负影响而对农业增长产生正影响。例如，图 1左图中 2C 点在保持劳动投入

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增加投资继续从 2C 点向 1C 点移动，恢复到原来生产水平。那么，问题就变得更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

- 5 -

为复杂，微观层面上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依赖于不同农户的资源禀

赋特征及其发展阶段等，或者说存在异质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近年来中国农业快速的机械化对劳动力形成了有效替代，粮食生产实现“十

四连丰”，劳动力转移似乎并未对农业生产造成实质性伤害。但在一些个别地区，随着劳动力大范围

过度转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和抛荒等现象非常突出，劳动力转移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实质性

伤害。因此，劳动力转移需要机械化作为配套，而且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也就存在不确定

性，并可能因为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地区差异，需要进一步实证。其中，农民农业收入增

加与否，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能否推进机械化作为配套，也就变得至为关键。因为机械化往往需要大

规模农业投资，所以，这又依赖于劳动力转移后有效“反哺”机制的建立。

因此，如果进一步考察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同时将机械化视作一种技术进步而非简单

的资本（K）投入，其技术性质还可以用图 1中右图表示。本文假设机械化以后农业生产函数发生

位移（由 3Y 到 4Y ），等成本线斜率发生变化（由 3OC 到 4OC ），同样生产 3 4Y Y =100单位的目标

产出时， 3 4K K ， 4 3L L ， 3 3 4 4/ /L K L K ，即劳动的节约程度大于资本的节约程度，当然

资本也可能是增加的，那么，在资本—劳动的最佳技术组合中，劳动对资本的份额也就减少了，即

存在：       3 3 4 4
/ /Y L Y K Y L Y K         。机械化与劳动力转移是可以配套的，

农业生产变得更加劳动节约。

（a） （b）

图 1 农业机械化作用效果的等产量曲线示意图

与前文类似，结合二元经济模型，只有当非农部门的工资率足够高于农业部门时，农户才会克

服各种迁移成本而选择劳动力转移，从而获得非农收入。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虽然是不确

定的，但其非农收入所得一定会超过其可能的农业收入损失，净收入肯定是增加的。所以，农民的

非农收入和总收入都是增加的。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3和假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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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劳动力转移对宏观层面农业收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H4：劳动力转移对农民的非农收入和总收入效应是正向的。

考虑到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各自的农民增收效应，本文进一步提出替代性备

择假说 5和假说 6：

H5：农业机械化可以通过中介变量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H6：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中介变量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1.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为了分析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

收入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 0 1 , 1 2 , 3 ,

4 , 5 , ,

ln ln ln ln
+ ln ln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ncome income machine trans
elec irrigation d v

   

  
   

   
（1）

（1）式中， ,i tincome 、 ,timachine 、 ,i ttrans 、 ,i telec 、 ,i tirrigation 分别表示第 t年第i省（区、

市）的农民收入水平、机械化水平、劳动力转移、农村用电量和有效灌溉面积。 id 、 tv 、 ,i t 分别

表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可能

存在一定时间惯性，各模型均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

2.中介效应检验。为验证假说 5和 6，本文运用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

逐步回归方法，并参考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2）

（3）

（4）

（2）～（4）式中，Y 是因变量， X 是自变量，M 为中介变量， 表示截距， 表示随机扰

动项，、a、b、c、c为回归系数。当模型中待估系数a、b、c均显著时，则存在中介效应。

若待估系数c显著，而a、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则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即是

否拒绝 0 : ab =0），显著时存在中介效应。当存在中介效应时，若c不显著则为完全的中介作用，

否则为“部分的”中介作用。

本文主要考虑两种中介作用：第一，机械化能否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因

变量为农民收入，自变量为机械总动力，中介变量为劳动力转移量。第二，劳动力转移能否通过推

进机械化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因变量仍为农民收入，自变量为劳动力转移量，中介变量为机械总

动力。

, 1 1 , 1 , 1

, 2 2 , 1 , 2

, 3 3 , 1 , , 3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Y Y cX
M M aX
Y Y c X bM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

- 7 -

（二）变量定义

1.机械总动力（machine）。本文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衡量机械化水平，这可以综合反映农业

生产中的机械化程度及其投资状况，也是已有文献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指标。

2.劳动力转移量（ trans）。由配第—克拉克定律可知，劳动力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

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本文进一步考虑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所描述的劳动力转移客

观变化规律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已有文献的一般做法，选取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就业人员总数

量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的代理变量，其中农业劳动力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

3.农民收入（ income）。本文分别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0～2013年）和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2014～2015年）衡量农民收入水平
①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农业收入

（ incomem）和非农收入（ incomew），分别采用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作为其代理变量，同

时采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以 2000年为基期，对相关价值变量进行价格平减
②
。

4.其它控制变量。在上述核心变量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其它变量的影响，如农村用电量

（elec）和有效灌溉面积（ irrigation）等，对可能遗漏变量的影响，主要通过差分GMM克服。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31个省（区、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其中，农业机械总

动力、农村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③
，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农民人均工资性纯收入和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以及 2014～2015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民人均经营净收入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④
，2000～2008年第一产业

从业人员和就业人员总量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⑤
，其余年份数据来自各省（区、市）

历年统计年鉴
⑥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民总收入 元 496 4463.978 2764.042 1330.810 16927.550

工资性收入 元 496 1907.960 1942.187 104.580 12753.000

农业收入 元 496 1984.830 792.043 500.489 5210.871

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496 2608.975 2656.101 95.320 13353.020

劳动力转移量 比值 496 0.417 0.164 0.033 0.883

①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和城镇住户收支调查实行统一化改革，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定义的 2013年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口径对比，本文认为，即使统计口径发生变化，相关数据变化也并不大。

②
由于京津沪渝直辖市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缺失，本文参照一般做法，直接采用相应年份居民价格指数代替。

③
参见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④
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2016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⑤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⑥
具体包括《北京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等。鉴于所涉及年鉴过多，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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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小时 496 180.911 296.240 0.340 1836.190

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496 1884.878 1460.980 137.350 5530.84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四、估计结果与讨论

在具体估计方法的选择上，考虑到实证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并且机械化、劳动力

转移和农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将是有偏的，本文

具体采用广义矩估计（GMM）进行估计。同时，为了得到稳健性估计结果，本文对标准误进行了

Huber-White异方差调整。

（一）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关系

在具体估计策略上，本文区分了农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三种收入类型对machine、
trans和elec等自变量进行估计，并考虑了因变量滞后项的影响（表 2）。其中，GMM估计分差分

GMM和系统GMM估计两种，根据 Sargan检验结果，系统GMM估计可能会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

别问题，本文选取差分GMM估计结果进行讨论。

表 2 农民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三种类型的收入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1）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回归（2）

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

回归（3）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机械总动力
0.077*** 0.198*** 0.110**

（3.964） （2.819） （2.416）

劳动力转移量
-0.038** -0.034 -0.118**

（-1.981） （-1.288） （-2.088）

有效灌溉面积
-0.000 -0.097 0.044

（-0.015） （-1.346） （0.841）

农村用电量
0.013 0.061*** 0.016

（0.951） （3.183） （0.357）

农民总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0.969*** — —

（72.229） — —

农业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0.745*** —

— （11.150） —

工资性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 0.890***

— — （29.905）

观测值数 434 434 434

Wald检验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p值 0.598 0.524 0.189

Sargan检验 p值 0.092 0.146 0.000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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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 2中三类收入回归结果中机械化变量的系数，机械化变量对农户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

农收入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而且其对农业收入变量影响的弹性系数显著大于其对非农收入变量影响

的弹性系数，它们分别是 0.077、0.198和 0.110。这充分说明机械化对中国农业所产生的产出增长效

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并且直接带来农业收入的净增加。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这说明这一过程中农户耕地规模也可能是扩大的。由此，假说 1得到了有效回答，假说 2得到了验

证。

因为本文以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就业人员总数量比重来度量劳动力转移程度，所以该比重越低，

劳动力转移越充分。本文发现该变量对农民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都显著为负，分

别为-0.038和-0.118，对农业收入增长的作用则不显著。这说明随着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农

民工资性收入会显著增加，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促进非农收入增长。其对农业收入增长的作用则是

不显著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但总体来看，劳动力转移会对农民总收入产生显著正影响，有力促

进了农民总收入增长。这也就证实了假说 4，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假说 3。

实证表明，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正且高度显著，这说明农民收入存在一定

增长惯性和持续效应。各控制变量中，有效灌溉面积的表现不显著，农村用电量仅对农民农业收入

的作用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这些都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重点，故不展开深入讨论。

上述实证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前文理论假说。机械化的快速推进，不仅可以通过对劳动的有效

替代降低要素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加；还可以通过节约农业劳动投入，促

进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时间，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当然这种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还有

待后文进一步确认
①
；通过农民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同时增加，机械化变量最终会导致农民总收

入增加。显然，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农民就业更加充分，直接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不过，农业劳动力

可能仍然存在相对“过剩”，边际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力转移后，对农业生产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另

外，也可能是农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包括机械化的推进等，有效避免了劳动力转移可能对

农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以，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仍然是不明确的。

（二）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检验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的地区差异，并提供相应稳健性检验，本文根据东中西三大经济带
②
进行分

区域估计（表 3～表 5）。可以看出，本文估计结果基本上是稳健的，但也存在一定地区差异。

从机械化变量的表现来看，该变量对东中西农民总收入变量作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070、0.024

和 0.103。东部地区机械化主要通过直接提高农业收入促进农民增收，中西部地区则同时通过增加农

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如果存在劳动力转移针对机械化的中介效应，那么，这种

①
下文关于不同地区异质性检验部分的几处劳动力转移中介效应分析，与此相同。

②
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中部地区包括湖北、

湖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河南、安徽；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甘

肃、青海、新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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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可能较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东部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其

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得更为彻底，劳动力就业更为充分，基本已无剩余劳动力可供进一步转移，机械

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规模经营上，这可以直接增加农业收入，对非农收入作

用则不明显；中西部地区可能因为仍然是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机械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农业收入

外，还可以促进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通过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长。

从劳动力转移变量的表现来看，其在东部地区对农民总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都高度显著，

这符合直观判断和前文理论分析。与前文类似，该变量并未对农业收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另外，该

变量对中西部地区各收入变量的影响也都不显著。结合农业机械化变量的表现，本文认为，实证中

出现的一些结果可能与劳动力转移变量和机械化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或因果效应有关，其对农民收

入的影响有可能转移到了机械化变量的表现上。诚然，这还待下文的进一步检验。

表 3 东部地区区分农民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三种类型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4）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回归（5）

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

回归（6）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机械总动力
0.070*** 0.362*** -0.021

（3.928） （2.992） （-0.592）

劳动力转移量
-0.030* -0.060 -0.062***

（-1.715） （-1.560） （-3.636）

有效灌溉面积
0.010 -0.279*** 0.067

（0.503） （-2.900） （1.393）

农村用电量
-0.003 0.025 0.043***

（-0.245） （1.111） （2.991）

农民总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0.990*** — —

（81.187） — —

农业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0.658*** —

— （7.160） —

工资性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 0.932***

— — （48.496）

观测值数 168 168 168

Wald检验 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 p 值 0.816 0.444 0.247

Sargan检验 p 值 0.035 0.645 0.092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中部地区区分农民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三种类型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7）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回归（8）

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

回归（9）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机械总动力 0.024** 0.061***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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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3） （6.293） （2.547）

劳动力转移量
-0.044 0.013 0.063

（-0.934） （0.150） （0.461）

有效灌溉面积
-0.001 0.010 0.028

（-0.042） （0.274） （0.538）

农村用电量
0.146*** 0.130*** 0.264**

（3.418） （3.224） （2.063）

农民总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0.892*** — —

（25.262） — —

农业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0.810*** —

— （10.651） —

工资性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 0.775***

（10.463）

观测值数 126 126 126

Wald检验 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 p值 0.475 0.927 0.049

Sargan 检验 p值 0.388 0.475 0.123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5 西部地区区分农民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三种类型收入的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10）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回归（11）

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

回归（12）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机械总动力
0.103*** 0.125*** 0.288***

（4.068） （2.601） （2.722）

劳动力转移量
-0.022 -0.099 -0.169

（-0.351） （-1.307） （-1.348）

有效灌溉面积
-0.059** -0.050 0.105

（-2.226） （-0.865） （1.117）

农村用电量
0.024* 0.044 -0.123

（1.675） （1.598） （-1.002）

农民总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0.965*** — —

（37.748） — —

农业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0.827*** —

— （19.267） —

工资性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 — 0.846***

— — （15.867）

观测值数 140 140 140

Wald检验 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 p值 0.579 0.460 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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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an检验 p值 0.548 0.453 0.001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中介效应检验

1.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前文模型设定，本文首先检验劳动力转移变量是否在机械

化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见表 6）。表 6中回归（13）表明机械化对农民增收的直

接作用是显著的，估计系数为 0.093。回归（14）表明机械化同样可以显著促进劳动力转移，第一产

业就业比重随着机械化的推进而显著降低。回归（15）中机械化变量和劳动力转移变量都显著，这

表明在控制了机械化变量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仍显著。由于a、

b 、c三个参数估计值均显著，且ab与c同号，这表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是存在的。但因为c
是显著的，故存在的是“部分的”中介效应，并非完全的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重为 /ab c =(-0.037)(-0.113)/0.0930.045。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全国范围内机械化对农民增收的作

用大约有 4.50%是通过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因此，假说 5得到了验证，并在很大程度上

为前文讨论时所存在的劳动力转移中介效应解释和分析提供了证据。

表 6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的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结果

回归（13） 回归（14） 回归（15）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被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量 被解释变量：农民总收入

机械总动力
0.093*** -0.037*** 0.123***

（5.252） （-3.074） （5.566）

劳动力转移量
— — -0.113***

— — （-2.780）

农民总收入的一阶滞后

项

0.989*** — 0.920***

（83.988） — （36.689）

劳动力转移量的一阶滞

后项

— 0.949*** —

— （50.393） —

观测值数 434 434 434

显著Wald检验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p值 0.523 0.579 0.578

Hansen检验2（d） 30.430（101） 30.778（101） 29.540（153）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生变量均选取滞后 1～4

阶作为工具变量。

2.农业机械化的中介效应检验。从前文理论和实证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主要通过增加非农收

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这里选取非农收入作为因变量，并以此为基础检验机械化变量的中介效应（见

表 7）。从回归（16）和回归（18）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和机械化变量都可以显著促进农民非农收

入增长，但回归（17）表明劳动力转移对机械化进程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可以初步判定劳动

力转移通过促进机械化而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径并不显著。即劳动力转移未能通过机械化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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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非农收入，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路径是直接的。假说 6没有得到验证。本文还利用农户

总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同样发现机械化变量并不存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农民

增收中介效应。同时，劳动力转移也不存在作用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机制。

表 7 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结果

回归（16） 回归（17） 回归（18）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被解释变量：机械总动力 被解释变量：工资性收入

劳动力转移量
-0.099*** -0.020 -0.339***

（-3.141） （-0.640） （-2.947）

机械总动力
— — 0.305***

— — （3.837）

工资性收入的一阶滞后项
0.963*** — 0.736***

（63.592） — （11.554）

机械总动力的一阶滞后项
— 0.955*** —

— （45.111） —

观测值数 434 434 434

显著Wald检验p值 0.000 0.000 0.000

AR(2) 检验p值 0.133 0.626 0.374

Hansen检验2（d） 30.662（101） 30.818（101） 30.400（153）

注：括号内数字为 z检验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内生变量均选取滞后 1～4

阶作为工具变量。

综合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来看，机械化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也可以

通过劳动力转移作为中介变量“部分地”促进非农收入增长；劳动力转移可以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

增长，进而促进总收入增长，但机械化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发挥中介作用，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

长的作用路径是直接的。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图 2来表示，从中可以综合判断出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和具体作用逻辑。

图 2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综合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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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 2000～2015年中国大陆 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

效应检验模型，对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作用逻辑和因果关系进行实

证，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在该领域率先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三者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机械化

对农民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均是显著的，但其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力度要显著地大于

非农收入。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但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不显著，

其对农民总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 0.038和 0.118①
。从东中西部的分区域比较来看，

上述结论基本上是稳健的，但也存在一定地区差异。从各变量具体作用逻辑来看，机械化既可以直

接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部分地”作用于非农收入增长，这一

中介效应的比例为 4.50%。劳动力转移直接作用于非农收入增长，进而促进总收入增长，但并未通

过机械化作用于农业收入增长，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路径是简单而直接的。

本文认为，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两大抓手，不可偏废。其中，机械

化可以对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起到双重促进作用，在劳动力大范围转移的背景下，机械化是应

对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刚性增长挑战的关键。应继续推进和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发

展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外包”、农机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模式，建立健全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另外，要大力优化就业环境，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二元经济模型中最核心的变量就是劳动力转移，其除了可以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外，更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应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尤其是

逐步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让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权力和公

共服务，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彻底市民化。

就农业发展现实来看，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还是在“农外”，只有当人地比例得到改善以后，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械化增加农民农业收入才会成为可能。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机械化

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尤其是两者的节奏和前后因果关系。机械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转移，

对劳动力进行有效替代，这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流失实质性损害的重要原因；但反过来劳动力

转移并未通过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产生作用，其作用路径是单一的。所以，机械化在

很大程度上应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不可冒进。而劳动力转移以后，需要机械化作为配套，否则农

村的“空心化”必然导致农业的“空心化”。因为劳动力转移本身并不会作用于农业产出而增加农业

收入，只有机械化才是避免这一危机的必然选择。当然，本文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讨论，其中一些

结论可能会因为不同规模农户和作物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有待于进一步寻找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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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aborTransfer and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ARe-examination of Causality

Li Gucheng Li Yeyang Zhou Xiaoshi

Abstract: The mechanism and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labor transfer, with their growth

effects on the farmer’s income, always have been a good topic of research and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mainland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ediating effects testing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labor transfer, and their mechanism of growth effects

on farmer’s incom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oth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labor transfer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significantly. Notably, on one side,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not only can increase farmer’s agricultural income

directly, but also can indirectly increase the non-farm income through the labor transfer partially. On the other side, the labor

transfer can directly increase farmer’s non-farm income.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s of labor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mechanism, which helps to increase farmer’s non-farm income. As regard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labor transfer are two principal channels that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in the long run, and both of them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China. However, policymakers also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is process. For

example, agricultural mechanism can facilitate labor transfer, and enh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ut the contrary is not true,

and labor transfer only can increase the non-farm income by itself. Therefore, the causal sequence between agricultural

mechanism and labor transfer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agricultural policymakers, and their order should not be reversed.

Otherwise, the agricultural comparative advantagemay be deviated.

KeyWords: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abor Transfer; Farmer’s Income;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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